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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和以往崛起国家冲击国际秩序不同,当前国际秩序遭遇来自

世界政治领导国美国的严重冲击。本文试图展示美国社会政治组织自20世

纪7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的图景,其重要表现是美国工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由于动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政治组织式微,美国低收入群体投票率的下降

更为显著。美国政要对低收入群体的依赖度降低,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

包括税收、福利以及管制政策,日益忽略低收入群体的诉求。经济分化为美

国政要动员当前国际秩序下的受损者提供了备选方案。分化的美国生成了

由内而外冲击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维系强大工会的同时,德国没有产生美

式分化,也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国内压力。如果国内分化持续

下去,未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将持续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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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选美国总统前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屡屡提出要

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退出 伊 朗 核 问 题 协 议、退 出《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Trans-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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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并部分地将其付诸实施。特朗普还挑起对中国、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争端。这些诉求和举措对当前国际秩序构成严峻

挑战。以往学界认为,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主要来自世界政治中的崛起国

家。① 但近年来,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内部生成了显著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压

力。各国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可以间接测量他们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态度。

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7%的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好处;

同时,也有44%的美国民众认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坏处。对全球化持正

面和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数量大体相当。同样是发达国家的德国,对全球

化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接近六成。② 美国民众的态度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民众的态度同样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和印度的民众更积极地看待全球

化,持正面看法的中国民众占到六成。③ 在多项跨国调查中,对全球化持正

面看法的美国民众在诸多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位列中国、印度、墨西哥、巴

西等发展中国家之后,也排在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后面。④ 时至今

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上调换了立场,中国提倡推动全球化,而特

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反对全球化的政策”⑤。当前美国国内生成了由内而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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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国际秩序的压力。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从贸易、金融

等领域来看,美国从当前秩序中获得了最大的份额,是该秩序的最大受益

者。① 为何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最大受益者会冲击当前的国际秩序?

和以往崛起国家冲击国际秩序不同,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开始冲击其缔造并

从中获益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构成了国际秩序研究的异常案例(deviant
 

case)。剖析美国国内生成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起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

解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还有助于我们判断约瑟夫·拜登

(Joseph
 

Biden)执政后乃至更长时段里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本文试图展

示当前美国国内冲击国际秩序的显著压力主要源于其国内政治经济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致使美国政策更偏向富

人,美国国内两极分化加剧。这为美国政要诉诸极端政策议题以动员当前

国际秩序下的受损者提供了机会。如果未来这一分化持续下去,美国国内反

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压力将长久存在,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将持续摇摆不定。

一、
 

国际秩序承受的内外压力

国际秩序是治理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一组规则、规范与制度。② 约翰·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国际秩序由一组制度构成,用以治理国

家之间的互动。他认为冷战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国际秩序”,因为当时美

国和苏联各自主导了一个“有限秩序”(bounded
 

order)。冷战结束后,美国

才将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推向全球。③ 国际秩序往往会承受不同类型的压力,

包括国际压力与国内压力。

冲击国际秩序的国际压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变化的权力格局、变迁的制

度安排以及变动的观念结构。首先,世界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冲击国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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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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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新兴大国和衰落霸权之间的冲

突常常引发战争。“战争决定了谁将统治国际体系,谁的利益将在新的国际

秩序中得到优先照顾。”①随着世界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米尔斯海默预测中

国与美 国 会 各 自 建 立 一 套 平 行 的 局 部 秩 序。② 克 里 斯 托 弗 · 莱 恩

(Christopher
 

Layne)同样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会重塑国际秩序。既有

均势行将打破,现有秩序可能坍塌。③ 从变化的权力结构看,冲击当前国际

秩序的应该是崛起大国。相关理论难以回答为何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会屡

屡冲击当前的国际秩序。

从变化的权力格局来理解,除了崛起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还可以从

霸权国家的衰落来审视美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态度。保罗·麦克唐纳(Paul
 

MacDonald)以及约瑟夫·培伦特(Joseph
 

Parent)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

经验看,相对衰落的霸权会相应收缩。④ 巴里·波森(Barry
 

Posen)也指出: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维护美国安全方面表

现得不尽如人意。这一秩序既浪费了资源,又收效甚微。因此美国需要“克

制”以构建大战略的新基础。⑤ 因此,我们也可以从霸权国的“收缩”与“克

制”来理解当前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不过,从拜登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

调整来看,衰落的美国难以一以贯之地选择“收缩”与“克制”。美国国内的

分化将让美国的对外大战略呼应国内变化,呈现不断摇摆的态势。

此外,世界政治制度框架的改变同样会冲击国际秩序。约翰·伊肯伯

里(John
 

Ikenberry)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一套国际制度具有“战略

约束”(strategic
 

restraint)的特征,即美国通过国际制度约束自身,约束权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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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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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回报。但是,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执政时期的对外政

策却让美国脱离了国际制度的约束和承诺,削弱了国际制度的作用,冲击了自

由主义的国际秩序。① 伊肯伯里甚至探讨了现有国际秩序崩溃的可能性。这

一视角的不足是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美国国内生成

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美国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

变动的观念结构同样在冲击国际秩序。约翰·鲁杰(John
 

Ruggie)将战

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命名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这一

秩序的理念支撑是:全球市场开放,同时保护社会。② 自20世纪70年代以

后,流行的理念开始发生变化。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其著作《大转

变———二十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中指出,全球“新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逐渐替代“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新秩序变迁离不开新理念的扩散。③

国际流行理念的转变让世界各国经历了一轮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潮

流,削弱了政府对社会保护的承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等人用“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来形容当前英美流行理念的巨大变迁。

当前,“民粹主义”(populism)理念构成了冲击国际秩序的理念基础。④ 但

是,“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美国流行的“民粹主义”

和拉美以及欧洲的都不同,它既反对资本集团,也反对外来移民,是左翼与

右翼“民粹主义”的大融合。⑤ “民粹主义”理念及其领导人的兴起和美国国

内政治经济变迁是高度吻合的。在1896年的选举中,美国同样遭受了“民粹

主义”的冲击,也同样基于和当前类似的、分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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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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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国际秩序的国内压力来源主要有国内秩序调整、收入分配变迁以

及集团力量对比等。有研究显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

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

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实施的新自由主

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① 但是,在同一时期,德国等国

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则非常有限。因此,德国对全球化和现有国

际秩序持支持立场的民众更多。这说明,即便在相同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下,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安排也会致使各国内部生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国际秩序的压力。美国国内就生成了远大于德国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

还有研究者关注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整体来看,美国从现有的国

际秩序获得巨大利益。但源于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特朗普得以动员一批

反对现有秩序的选民来影响选举。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的压力不是源于国际

分配,而主要源于美国国内分配。②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及其

合作者在《被操纵的自由秩序:现在修补还是任其消逝》一文中,淡化了对经

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的强调,而把目光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分化。文章指

出,国内经济分化严重撕裂了美国,并危及国际秩序。如不及时修补,现有

的国际秩序将被美国国内分化压垮。③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没有上过大

学的白人劳工中有67%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他们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受

到的冲击最显著,构成了撼动现有秩序的重要力量。④ 分化的美国内部生成

显著的反对国际秩序的压力,本文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如何

导致了美国的分化,进而影响国际秩序。

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

关注到国内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的重要性。他们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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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

变迁》,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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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的大公司形成了更强的组织力量。这些美国大公司招募了专业队

伍、资助智库,并积极进行游说。与民主党相比,美国共和党的组织力量、筹
款能力更强,因而共和党能更有效地赢得权力,并推行其偏袒美国富人的政

策。① 此外,有研究者注意到,由于美国企业主要靠股票市场融资,在解除对

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后,美国疏远的产业—金融联系加剧了资本跨国流动

带来的问题。由于缺乏国内利益纽带约束,能“用脚投票”的美国资本生产

意愿降低,相对美国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议价能力提升。更强的议价能力

使得美国资本集团分得更多的经济份额。理性的政要利用国内分化的结

构,动员国内民众,对国际秩序构成巨大压力。② 上述研究将精力集中于美

国资本集团力量的增强。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实力的增长和美

国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是互为一体的。本文试图展示美国社会政治组织是

制约资本集团与美国政府的重要力量,但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尤其是工会

的衰落导致了美国投票率下降。缺乏选举制约的美国政府更加依靠资本集

团,政策日益向富人倾斜。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美国国内生成显著的

反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力量。

二、
 

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与“消失的选票”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美国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

32个全国性的社团平均入会率达到高峰,然后稳步下降。美国民众越来越

不愿意参加各类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③ 随着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者从“会
员”逐渐转变成“职业经理人”,美国的社会资本逐渐被侵蚀。在社会政治组

织呈现总体式微态势的同时,在美国跨阶层的各类组织以及蓝领工人组成

的工会中,会员流失率远远高于职业精英组成的社团。④ 美国社会政治组织

①

②

③

④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87—107页。
黄琪轩:《百年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型压力———资本流动、产业-金融联系

与自由秩序》,载《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
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等译:《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7页。

Theda
 

Skocpol,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Tuls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pp.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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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工会。工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以组织的形式与

资本集团抗衡,为工人提供保障;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组织投票。1936年到

1968年是美国工会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更具“包容性增长”的时

期。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工会的政治捐款在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从不到

200万美元增加至700多万美元。① 工会组织对选举的贡献不仅是美元,还

有选民与志愿者。

美国在1935年通过了《瓦格纳法案》。该《法案》对工会持友善态度,是

美国在劳资关系上做出的重大调整。《法案》承认了美国工会拥有集体谈判

等权力,使得美国工会获得了合法制约资本集团的手段。在20世纪30年代

以后,美国工会成员数量显著增长。从1935年到1945年,美国工会会员的

数量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工会会员人数占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从

13.2%达到了35.5%。② 美国工会力量的增长也为那些年美国经济的“包容

性增长”提供了基础。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强调经济安全,他指出:未来的一项首要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安全。

安全不仅指身体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精神安全。③ 尽管美国有

不少社会团体,但工会却是一个有组织地制衡顶层收入者的大型组织。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增长速

度,实际上比顶层民众的收入增长还要快一些。④ 而恰恰是这一时期美国国

内的政治变革,尤其是工会力量的加强,为其战后塑造国际秩序提供了基础。⑤

一般而言,工会采取的政治行动能提高劳动者的保障水平,它会在薪酬

水平、健康标准以及退休待遇等方面给劳工带来积极变化。在2004年,美国

①

②

③

④

⑤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32页。

Richard
 

Hurd,
 

“Contesting
 

the
 

Dinosaur
 

Image:
 

The
 

Labor
 

Movements
 

Search
 

for
 

a
 

Future,”
 

Labor
 

Studies,
 

Vol.22,
 

No.4,
 

1998,
 

p.7.
Nelson

 

Lichtenstein,
 

State
 

of
 

the
 

Union:
 

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0.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5页。
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

变迁》,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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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员每周薪酬为781美元,而非工会会员的薪酬为612美元,工会会员

的薪酬要比非会员高出28%。平均而言,美国50%的家庭享有与工作相关

的医疗,而81%的工会会员享有这一待遇。不仅如此,与工会会员相比,非

工会会员需要为医疗多承担43%的支出。工会会员也享有更高的退休金,

72%的工会会员能获得确定的退休金;而在非工会会员中,这一比例只有

15%。① 在对15个低薪职业的分析中,有学者发现,参加工会的工人相比非

工会会员享有健康保险和养老金保障的比例高出25%。② 因此,有研究显

示,从1973年到2007年,美国工资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加,“去工会化”贡献

了20%。③ 这是因为工会不仅能制约资本集团,还可以通过组织底层民众投

票来制约政府。

工会的相对衰落意味着资本集团更加强大。在华盛顿设立公共关系办

事处的公司,在1968年约为100家;到1978年,这一数字超过了500家。

1971年,有175家公司在华盛顿雇有注册的游说者;到了1982年,这一数字

增加到近2500家。在1976年,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还不到300个;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1200个。④ 美国大公司纷纷成立基金会,

如著名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来影响美国公众以及舆

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专门从事反工会运动的咨询公司数量增

长超过十倍,达到了1000多家。⑤ 在2000年,美国劳资双方就废除财产税

展开了激烈的游说和竞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

CIO,即“劳联—产联”)是美国老牌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当时,

劳联—产联只有8个全职说客。劳工部门用于游说的资金约为2700万美

①

②

③

④

⑤

Michael
 

Schiavone,
 

Unions
 

in
 

Crisis:
 

The
 

Future
 

of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8,
 

pp.1-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版,第77页。

Bruce
 

Western
 

and
 

Jake
 

Rosenfeld,
 

“Unions,
 

Norms,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13-537.
David

 

Vogel,
 

Fluctuating
 

Fortune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Busi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193-239.
John

 

Logan,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44,
 

No,
 

4,
 

2006,
 

p.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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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相比之下,商业部门的游说资金为2.2亿多美元。① 因此,美国工会的衰

落意味着美国工人不得不以个体而非组织的形式来抗衡强大的资本。

此外,工会的一项重要意义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组织工人投票。近几

十年来,美国过低的投票率不断被人诟病。就美国总统选举而言,在19世纪

50年代,投票率为80%左右;到了19世纪末,仍有70%左右的选民参加总

统选举投票。到了20世纪末期,参与总统选举投票的人数已经不足选民总

人数的50%。这让特朗普等政要捕捉到政治机会,去动员这些“消失的选

票”。事实上,候选人积极动员“消失的选票”这一做法在前几次大选中就初

见端倪。2004年的总统选举,美国投票率开始上升。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在

于美国两党均展开大规模的选举动员;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大选,总统

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竞选中融合族群政治和贫富政

治,有效动员了底层民众参与投票;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利用民粹主

义将美国的贫富政治推到一个高点。因此,21世纪以后的美国大选,两党大

规模动员选民背后都体现了,在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结构下,理性的候选人

会积极动员这些“消失的选票”。不仅总统选举如此,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

也类似。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约为

60%,随后这一数字一路下滑。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中期选举的投

票率已不足40%。② 美国较低的投票率给政策制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分

化的社会结构为理性的政要通过极端议题,包括用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等议

题来动员“消失的选票”,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美国“消失的选票”并非来自同质的个体。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在1997年就撰文指出:美国投票率过低,贫困的美国人尤其不愿意

去投票。他认为这是不平等的政治参与,而不平等的政治参与带来不平等

的政治影响。③ 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美国选民

①

②

③

Michael
 

Graetz
 

and
 

Ian
 

Shapiro,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The
 

Fight
 

over
 

Taxing
 

Inherited
 

Weal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10-112.
Benjamin

 

Ginsberg
 

et
 

al.,
 

We
 

the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11,
 

p.218.
Arend

 

Lijphart,
 

“Unequal
 

Participation:
 

Democracys
 

Unresolved
 

Dilemm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1,
 

1997,
 

p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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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超过九成的人去投票;家庭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选民中,只有五成

去投票。① 换句话来讲,美国低收入者更不愿意去投票。底层民众逐渐失去

用选票来制约政要的手段。因此,底层美国民众贡献了更多“消失的选票”。

而美国工会的衰落对投票率的下降有着显著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有1/3的美国工人加入工会;而现在的

工会会员只占工人总数的1/9。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私营部门工会会员

占工人总数的1/4,而今则为7%。② 相比之下,在美国工会迅速衰落的同

时,加拿大的工会参与率却没什么变化;在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中,平均有54%的工人受劳资谈判合同保护,是美国的4.5倍。③ 因此,即便

在后工业时代,工会的快速衰落也并非不可避免。从长期来看,美国工会的

衰落影响到投票率,这是因为工会往往通过以下努力提高美国选民的投

票率。

首先,工会可以作为选举信息的提供者。搜寻候选人的信息是费时费

力的,而工会具有组织优势,它们会将亲工会候选人的信息传递给会员,降

低会员收集信息的成本。由于工会的衰落,美国选民对候选人及公共政策

等相关信息的无知达到惊人的程度。有2/3的美国民众不清楚最富裕的美

国人才需要缴纳遗产税,普通民众还积极支持废除遗产税。④ 大多数美国人

根本不知道,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给医疗改革投赞成票。⑤ 在2001年通

过的巨额减税方案实施两年后,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想不起税收曾有任何减

  

①

②

③

④

⑤

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0.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45页。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版,第73页。
拉里·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09页。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00、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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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① 当普通美国民众被问及美国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时,他们估计

是50万美金,而事实上为1400万美元。②
 

2008年美国大选前,有一项调查

分两个阶段进行实验。在第一个阶段,研究人员问受访民众:政府是否有责

任减少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只有19.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当调查者

把美国顶层和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展示给受访者后,有57%的受访者认为

政府应该减少收入差距。③ 普通选民需要组织以及信息去应对公共政策变

化,而组织化的工会恰恰可以为会员提供候选人与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

由于缺乏组织,美国普通选民没有能力去理解并改变公共政策。“理性的无

知”的选民在遇到困难时,甚至不知道向谁追究责任。

其次,工会能够充当集体行动的协调人。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增强了

工人的认同感,减少了工人个体投票的无效感。工会的作用相当于曼瑟·

奥尔森(Mancur
 

Olson)著作中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④

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有助于克服投票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工会组织

对工人的宣传与教育,使得工人有更强的团体感与认同感。参与工会活动

的民众能意识到:尽管个人投票改变不了选举结果,但如果大家协调一致,

投票的结果就很可能会被改变。

最后,工会还会成为广泛利益的代言人。工会组织的存在可能起到“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动员非工会会员参与投票。尽管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保护

工人,但工会的立场并不狭隘。如果工会成员广泛,工会的群众基础更广,

工会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往往会偏向广大民众。工会常常支持社会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劳工补偿、最低工资、学生贷款、消费者保护及累进

税征收等一系列广泛议题。工会会员可以通过人际交流网络,影响亲属、邻

①

②

③

④

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Off
 

Cen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64.
Benjamin

 

Page
 

and
 

Lawrence
 

Jacob,
 

Class
 

War: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38.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47页。
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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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朋友。这样的会员网络可以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了解信息,参与投票,

将选票投给亲底层民众的政要。因此,如果工会有着更强的力量,他们不仅

可以动员工人积极投票,还可以动员非工会会员参与选举,把工会家庭以及

非工会家庭吸引到政治生活中。

有研究者对3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相对于非工会会员,工会会员

更愿意投票。且工会会员的投票有外溢效应,他们的投票行为会影响他人,

让非工会会员也跟着去投票。①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结果同样如此:有研究

检验了1964年到2004年的数据,不仅美国工会会员更愿意去投票,而且工

会会员的投票行为会带动一群甚至不是会员的选民去投票。如果劳工对工

会的参与度保持在1964年的水平,美国最底层1/3以及中间收入1/3的两

个群体投票率会各增加3.5个百分点。② 这两个3.5个百分点对美国选举

结果的影响非常显著,对政要的制约也非常显著。因此,工会的衰落是导致

美国投票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在1950年,美国工会参与度为32%;到了

199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6%,这导致美国投票率下降6%。③ 与20世纪

90年代中期相比,随着美国工会参与度进一步降低,美国投票率也在进一步

下降。

由于工会的衰落,争取人们出来投票的驱动力更少,教育选民的小册子

更少,与邻里讨论如何投票的工会会员也相应更少了。工会不仅能制衡资

本家,还能通过动员选票制约美国政府。当工会衰落,美国投票率随之下

降,普通民众制约政府的一项重要工具也就随之丧失。美国工会的衰落带

来了政治真空,致使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在缺乏普通民众关注与影响的真空

中进行。

①

②

③

Patrick
 

Flavin
 

and
 

Benjamin
 

Radcliff,
 

“Labor
 

Union
 

Membership
 

and
 

Voting
 

Across
 

Nations,”
 

Electoral
 

Studies,
 

Vol.30,
 

No.4,
 

2011,
 

pp.633-641.
Jan

 

Leighley
 

and
 

Jonathan
 

Nagler,
 

“Unions,
 

Voter
 

Turnout,
 

and
 

Class
 

Bias
 

in
 

the
 

U.S.Electorate,
 

1964—2004,”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No.2,
 

2007,
 

pp.430-
441.

Benjamin
 

Radcliff,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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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Vol.22,
 

No.2,
 

2001,
 

pp.4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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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极化”的美国生成国际秩序的撼动者

越来越多的研究看到美国在收入、教育、意识形态以及政党纲领等方面

出现严重的“极化”(polarized)。① 投票率的降低显著削弱了选民对政府的

制约。美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衰落导致了美国政要日益依赖富

人,政策调整也日益偏向富人,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日益走向“极化”。

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获益者得到了显著的好处,也让受损者越发陷入窘

境。这部分受损者构成当前国际秩序的撼动者。

(一)
 

“消失的选票”与变化的美国政治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到1/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并非关照所有选

民利益,而是照顾大集团利益。到了2008年,超过70%的选民持这一看

法。②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民意开始出现转变。认

为政府被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控的美国民众数量翻番,比重高达76%;认为

政府官员对民众想法不管不顾的人数比重从36%上升到66%。③ 美国民众

的认知变迁显示美国政治经济面临严重的问题。美国工会的衰落引发投票

率下降,选民制约政府的手段越来越无效,普通民众的诉求也越来越难得到

政府回应。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美国参议院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回应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按收入高

低把美国选民划为三等,参议员的政策立场与收入前1/3的选民高度一致;

①

②

③

关于美国“极化”的研究,参见:Nolan
 

McCarty,
 

Keith
 

T.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James
 

E.Campbell,
 

Polarized:
 

Making
 

Sense
 

of
 

a
 

Divided
 

America,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01页。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ask
 

Force,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Vol.2,
 

No.4,
 

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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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间收入1/3的选民而言,参议员的态度与其诉求的关联程度则弱得

多;对收入位于最底层1/3的选民而言,参议员对其诉求的回应甚至呈现负

相关。① 巴特尔斯的研究得到了其同事的回应。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者马

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展示了美国的财富如何形成政治影响。在美国,

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并不会自动变成法律。当政策得到美国顶层人群支持

时,才有可能变成法律。同时,他发现,在没有大选的年份,美国政府不仅不

回应最底层10%民众的诉求,甚至回应呈现负值。这意味着收入最低的

10%的民众想要政府做什么往往适得其反。此外,当执政党在国会没有数

量优势时,美国政府才会对低收入选民予以积极回应。② 选举与投票是对政

府的有效制约。如果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能更好地组织起来,美国政府对

穷人的诉求就会有更好的回应。但随着工会衰落,美国低收入群体通过选

举制约政府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无效。

由于缺乏对选民的依赖,美国竞选日益仰仗选举经费。对普通选民而

言,候选人对其竞选开支每增加一美元,那么获得该选民支持的概率会提高

4%。③ 竞选资金与选票多寡显著挂钩。民主党和共和党日益依靠政治捐

款。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众议员的竞选费用大约增长了

5倍。④ 参议员及总统的竞选经费上涨更为突出。不是所有美国公民都能

贡献竞选资金。在2000年,有12%的美国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但

95%的政治献金却来自这个群体。⑤ 显而易见,当穷人投票率显著下降时,

为赢得竞选,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更需要向富人筹款,更多回应富

①

②

③

④

⑤

拉里·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68页。

Martin
 

Gilens,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2,
 

Figure.6.1;
 

p.216,
 

Figure.7.12.
拉里·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18页。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65页。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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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Vol.2,
 

No.4,
 

p.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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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选民的需求。在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在纽约富人的晚宴上说:

“你们是了不起的人———富有的人和更富有的人。有些人把你们叫做精英,

我把你们叫做我的根基。”①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布鲁(John
 

Breaux)坦

言:他在参议院的选票不能购买,但可以被租用。② 由于手中掌握的经济资

源不足,又缺乏选举制约,普通民众对政要与政府政策的制衡日益削弱。美

国政要的根基愈发脱离普通选民,偏向“富有的人和更富有的人”。

为了获得资金,民主党也日益需要华尔街的支持。以美国底层民众代

表自居的民主党也不得不随之调整政策。在推进放松管制方面,民主党和

共和党合作。出于筹资考虑,民主党不得不淡化其平民化诉求,逐步转向美

国的上层选民和企业团体。有研究者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野,不是黑

色和白色,而是黑色和灰色。如果共和党戴的是黑帽子,民主党的帽子则越

来越灰。③ 美国投票率的下降给美国政治带来深刻影响。美国政要更加依

赖在当前国际秩序中获益的群体,而降低了对当前国际秩序中受损群体的

依赖。“消失的选票”改变了美国政要的基础,也使得美国经济政策调整更

偏向富人。

(二)
 

国内政策变迁与国际秩序的受损者

当前国际秩序受到美国民众由内而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在

全球化的浪潮中受益;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受损。

世界范围内,普通民众通过各式“民粹主义”运动表达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

满,而美国则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严重的“极化”致使美国生成冲击

国际秩序的内部压力。从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调整,如税收政策、福利政策

以及监管政策来看,普通民众都成为相关政策的受损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税收政策开始朝着有利于富人的方向调

①

②

③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216页。

David
 

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Reagan
 

Revolution,
 

New
 

York:
 

Avon,
 

1986,
 

p.241.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222—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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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由于缺乏选民制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和美国民意的脱离达到惊人的地

步。在1955年,美国最富裕的400户家庭需要上缴占其收入51.2%的联邦

税;而在2007年,他们需要缴纳的份额跌至16.6%。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

高税率在高点时为92%,现已降低至35%。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美国百万富翁需要支付70%的股息所得税;到2003年,这一比率降至

15%。① 美国富人需要缴纳的税收在大幅度下降。最富有的万分之一的美

国人所支付的税率还不及过去的一半。② 同时,“中间选民”的税负却在增

加。1960年,处于收入中间位置的20%的美国人向联邦支付了其收入的

15.9%;到2007年,这一支付比重升至16.1%。③ 在2013年,美国税收减免

额的80%由美国最富裕的20%的家庭占据;处于收入分配中间20%的中等收入

家庭只获得了13%的减税;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份额的8%。④

在税收调整的过程中,资本得到更多优待。在1978年,美国的参众两院

以及白宫均被共和党控制,国会通过一项税收法案,大幅削减资本增值税,

并大幅提高工资税。1981年的《经济恢复和税收法案》再度大幅度减税,资

本增值税从48%降到28%;最高遗产税从70%降至50%。⑤ 2001年和

2003年布什政府两次大规模减税。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和利息———在

1981年时的税率为70%,在2012年为15%。在1952年,企业缴纳的税收

占美国联邦政府总税收的32%;到了2011年,跌至7.9%。企业税不足

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降至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⑥ 2013年,

美国政府因推行资本收益的低税率损失了1610亿美元的税收。这些收入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著,陈方仁译:《被出卖的美国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7页。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36页。
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著,陈方仁译:《被出卖的美国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版,第62页。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91、124—125页。
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著,陈方仁译:《被出卖的美国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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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被最富有的20%的人群占据,70%归金字塔顶层1%的美国人。①

全球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说,他和他的秘书支付

相同的税率。事实上,对冲基金的经理常常比他们的秘书支付更低的税

率。② 在2002年的问卷调查中,有52.6%的美国民众认为富人缴纳的税金

低于应缴份额;在2004年,持这一看法的受访者比重上升至59.2%。换言

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富人缴纳的税金过低。同时,这两次调查显

示,有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20年前更大。③

使得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富人还通过各种办法避税与逃税。2008年,美国

总收入最高的400位纳税人,没有一位支付35%的最高税率;其中有30人

缴付的有效税率不到10%;有101人缴付的有效税率在10%~15%。在

2008年至2011年,通用电气公司、波音公司等纷纷申报免缴联邦所得税。

在1998年 至2005年,美 国 大 型 企 业 中 有55%申 报 免 缴 任 何 联 邦 所

得税。④
 

随着对资本大规模减税,联邦政府的税收锐减,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

力。受预算限制,美国国家税务局下令裁撤工作人员,将该机构遗产税律师

编制从345人减少至188人。⑤ 这进一步加剧了税务部门征税的困难。由

于税收减少,美国政府不得不用扩大债务的方式来维持基本政府职能。到

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水平已接近GDP的130%。⑥ 美国政府不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版,第130页。

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著,陈方仁译:《赢者通吃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224页。
拉里·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39—142页。
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著,陈方仁译:《被出卖的美国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22—124页。
拉里·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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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制政府职能,比如调整福利与管制政策,进一步给底层民众带来负面

影响。

美国政府减少福利开支,除了受新自由主义理念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原因

就是减税导致联邦财政赤字,政府无力维持福利开支。以往代表低收入民众、

主张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的民主党,其党纲提及社会福利的段落比重不断降

低。① 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总统期间,民主党开始大幅削减原本

用来改善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② 美国政府为民众提供

的保护越来越有限,破产民众的数量不断攀升,一半以上源于医疗危机及高

额医疗费用。③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医生、医院床位和护士更

少。美国75岁前可预防的死亡率(amenable
 

mortality)在发达国家中最高,

且与欧洲国家差距越拉越大。④ 在2006年,在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没有

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了4600万,占非老年人口的18%。⑤ 在经合组织国家

中,美国的医疗保险覆盖率最低。⑥ 得益于一流的医疗设施,在2019年,美

国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排名中位居首位。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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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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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普通民众难以获得相关医疗服务,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也

位居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① 调整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加

剧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美国税收政策的调整还和管制政策相互关联。除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

虑,美国税收政策的调整还源于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松管制。尤其是在

政府放松对金融与工资的管制后,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著名金融评论家马

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没有哪个行业能与金融业相比,它是收益私

人化、损失社会化的天才。② 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导致美国金融业过度扩

张,进一步恶化了国内分配状况。从1979年到2005年,金融业为美国最为

富裕的0.1%的民众贡献了70%的收入增长。③ 解除金融管制后,金融市场

的不稳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本约为16万亿美元。

美国普通民众承受重大损失。在2007年到2013年,有400万人失去了住

房,薪资中位数下降近8%。④

放松管制还包括放弃对美国高管薪酬的监管。在1965年,美国大型公

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普通员工的24倍;到2007年,扩大到300
倍。同时,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200万

美元。⑤ 到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00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已达

3030万美元,且他们的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无论公司业绩如何,他们的薪

酬仍稳步上涨。⑥ 美国政府原希望通过减税,公司会将资金用于投资,进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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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增长与就业。但是,由于政府对收入监管能力下降,减税的钱并没有用

于投资,而用于支付企业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或用于回购公司的股票,拉动

美国股价的上升,进而拉动企业高管的薪酬。美国大型制药商辉瑞公司在

获得减税后裁掉了11700多个就业岗位。同时,辉瑞的首席执行官亨利·麦

金内尔(Henry
 

McKinnell)的薪酬在2004年增至1650万美元。麦金内尔在

退休时,拿走了2亿美元的离任资金。由于放松对薪酬的管制,大多数金融

公司的高管分得了美国经济越来越大的份额。在2009年,美国经济进入衰

退,高盛向企业高管支付了167亿美元的薪酬、奖金和福利。①

同时,美国政府也放弃了对低收入者薪酬标准及工作条件的监管。在

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沃尔玛的工人失去了其退休金的18%,而其首席执行官

的4700万美元退休金账户上还添加了230万美元。② 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让最低工资降幅超过了40%。③ 在1968年,经通胀

调整后的联邦最低工资时薪为9.54美元;到了2014年,降至7.25美元。④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可以挣到全行业平均工资的

45%;到了2006年,降至不足平均工资的21%。⑤ 有超过80%的美国民众

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公众支持如此广泛,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不升

反降。如果选民的制约有效,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国会都应抓住这一机会

来迎合民意、扩大票源。不过,由于工会趋于衰落,底层民众选票流失严重,

美国政府日益对底层民意无动于衷,听任最低工资大幅下降。不仅如此,美

国政府还减少了保护工人的政府雇员。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对最低工

资及超时工作巡视员的削减幅度达到31%。在2008年,一份对美国4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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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工人的调查发现,26%的工人工资低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76%的工

人未获得法定加班工资。① 换句话说,即便有最低工资等法律规定,这些法

律规定也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美国税收的降低,使得政府减少了对低收入

者薪酬标准进行监管的政府雇员,这是美国国家能力削弱的又一表现。

随着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组织衰落,“消失的选票”让政要越来越

脱离美国普通民众,政策调整更偏向富人。以往投票是制约政要的重要工

具,现已越来越难发挥作用。从整体来看,美国从当前国际秩序获得了巨大

利益,但严重的国内分化生成了由内而外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在2016年

的竞选中,特朗普获得了67%的“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劳工”的选票,而希拉

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只获得了这一群体28%的选票。同时,特朗普

还获得了大量受外包影响的制造业州的选票。② 这些人群大都是当前国际

秩序的受损者。“消失的选票”让特朗普等政要看到了可能的机会。在美国

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衰落的背景下,当前国际秩序的受损者被政要的极端

议题动员,开始用选票表达不满。缺乏组织化的政治参与往往是极端化的

政治参与。受损者被候选人的极端话语动员,反对全球化,反对当前国际秩

序。由此,“极化”的美国生成了强大的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的内部压力。

四、
 

从德国看国际秩序的国内支撑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刀阔斧地削弱工会,削弱社会政

治组织影响力,进而导致严重“极化”,生成由内而外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的

同时,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则维持了工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

力。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扩大趋

势③,但不同的国内安排会平缓这一趋势。同样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①

②

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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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德国就没有出现美式的“极化”,也没有生成显著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国

内压力。因此,将同为发达国家、同样有着相对稀缺的劳工,也同样有着庞

大的高技术产业、同处于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美国和德国进行比较,

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政治组织的差异如何作用于国际秩序下的国内压力的

生成。

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在融资结构、劳资关系等方面均不同

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① 在同一国际秩序以及相似的全球化

背景下,资本主义各国仍保持了多样性。德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尤其是工会

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德国的工会会员也有所

减少,但和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工会仍在政治生活中保持了重要影响。在

2003年,仍有23%的德国雇员加入工会;而美国和法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12%和8%。在2017年,德国雇员加入工会的比例为17.7%,而美国则为

10.6%。② 德国劳资关系一个显著特点是共同决策制,即企业董事会中必须

有工人代表。因此,德国的政治经济运行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合作性。③ 在

当前的国际秩序下,活跃的德国工会为低收入民众提供积极保护,受益人群

超出了工会会员。2000年,无论是否属于工会,约63%的德国雇员享有集体

谈判协议的保护。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14%。④ 德国工会不仅影

响劳资关系,还影响德国的政治生活。得益于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的积极

动员,德国的投票率一直高于美国。从1945年到1999年,德国选民投票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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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85.6%,而美国为55.8%。① 在美国投票率迅速下滑的同时,德国投

票率则维持了相对稳定。在有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去投票的同时,德国

仍保持了70%左右的投票率。② 在政策调整时,工会动员的普通民众是德

国政要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培训政策、产业发展、就业政策等诸多议题上,

德国工会及其动员的普通民众均能积极进行利益表达,对政要形成有效

制约。

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存在显著的“二元就业结构”,即美国有较高比例的

民众从事低技能工作,同时也有不少人从事高技能工作,但却缺乏大量中间

技能的工人。③ 这样的就业结构和美国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吻合的。这

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德两国在技能培训上的差异。德国一直以一流的

职业培训闻名。在二战前,德国的职业培训一直是雇主主导,以“厂内学徒

制”为主要特征。二战后,强大的德国工会积极拓展了自身在职业培训中的

影响力。强大的工会是促成雇员达成集体行动,督促雇主放弃一己私利、实

现多方合作共赢的重要力量。④ 在德国工会的介入下,德国工人接受了更多

职业培训。在高中毕业后,大约40%的美国年轻人接受额外培训;而在德

国,这一比例为75%。⑤ 这些额外的培训让德国工人掌握了更多的职业技

能,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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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安排及强大的工会,德国制造业的发展也更为

平稳,普通民众的工作也更稳固。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企业就开始逐

渐将其制造业外包。在21世纪初,随着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德国公司的

制造业外包也在加速。德国工业产值降低对德国工人收入构成负面影响。①

不过,比较来看,在英美等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纷纷在海外建厂、陆续将工作

外包的同时,德国大企业几乎无一例外最晚跨入国际化行列。在英美国家

放弃制造业的同时,德国仍保留了强大的制造业。德国内部密切的企业间

关系、工会组织等社会协调机制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② 2008年金融危

机后的美国和英国,制造业仅占GDP的13%和12%;而在德国,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为21%。③ 在1995—2010年,制造业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份额甚至有所增加,在2011年达到23%。④ 同样,德国制造部门的就业

率比美国更高。在1993年,德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为38.6%,远高于美国的

23.7%。⑤ 有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协调,德国的制造业没有追随英美等国自

由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外包模式,保留了更为强大的制造业。

与此关联的是,德国普通民众的职业更稳定。有研究者指出:伦敦的精

英是全球化的大师,但他们对发展本国经济不感兴趣。英国的金融业与制

造业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关系,这和德国稳定的产业—金融合作关系形成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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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比。① 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美国与德国。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

张,美国企业大幅将制造工作转向海外。德国人推崇“产业公民”(industrial
 

citizenship)的理念,认为政府不仅需要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还要保障

公民基本的工作权利。在经济危机下,美国企业会选择裁员,而德国企业则

会选择减少人均工作时间等办法来分摊困难。德国年平均员工流动率为

7.3%;比较而言,美国年平均员工流动率近1/3。德国的中小企业有着更低

的离职率,其员工的平均任职周期长达37年;而在美国则不足4年。② 以制

造盾构机闻名于世的德国企业海瑞克特(Herrenknecht)的管理者表示:“我

们的企业成立于35年前,许多员工已在公司工作了30多年。”③更稳定的工

作显著降低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给德国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高度

的流动性带来了效率,同时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脆弱性。即便在20世

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内就业显著增长,美国民众的脆弱

性也在显著增长。当时美国“新工作岗位有一半来自低技能、低工资部门。

此类工作往往是短期的、暂时的,在经济困难时很容易消失”④。而在德国,

稳定的产业发展带来稳定的工作。由于德国民众比美国民众的就业状况更

稳定,因此他们对商业周期不那么敏感。⑤ 同样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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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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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通民众享有更稳定的工作,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强大的工会为抑制德国的两极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制约德国政

要推行极端自由化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和英美国家相比,德国的市场化

改革是“有限的自由化改革”。① 1982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宣布调整经济政策,使之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转变。在其就职典礼

上,科尔宣布他将积极削减政府职能。但历年来,德国政要的此类政策诉求

并不成功。随 着 自 由 化 改 革 的 实 施,德 国 也 伴 随 着“去 自 由 化”(de-

liberalization)的改革。② 和美国不同,德国将劳工力量制度化地整合进政治

和政党体制。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德国劳工利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代表。③ 因

此,稳定的工会组织是德国选举与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对政策调整形

成了明显制约。这样的制约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有效地保护

了底层民众,抑制了德国走向“极化”,也抑制了德国国内生成显著的反对国

际秩序的压力。

在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下,在英美两国纷纷拆散“福利国家”的同时,德

国的福利制度维系得更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人均GDP更高,

但德国政府却对底层民众的保护投入了更多资源。到1994年,德国制造业

员工的平均薪酬(包括社会保险和其他员工福利)为每小时25.71美元,远高

于美国的16.73美元。④ 在更好的福利制度下,德国民众应对经济危机的能

力更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5年后,德国的人均收入比2007年高出

4.2%;而在同一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则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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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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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在2011年,美国最底层10%的民众收入比2007年下降了3.2%,

而德国则上升了2%。① 在2009年,德国儿童的贫困率为8%,而美国则为

23%。② 由于为社会提供了更充足的保护,德国也面临更高的劳动成本。在

2013年,如果将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计为100的话,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为

81。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甚至比西班牙、葡萄牙、捷克等国家都低。③ 值得

注意的是,德国更高的劳动成本却没有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德国中小企业专注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而非依靠价格竞争来获得国

际竞争力。源于强大的工会,德国企业无法在成本上与其他国家竞争,因此

企业鼓励通过投资技术和产品创新来提高质量和效率。如此一来,德国既

培训了高技能的工人,又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升,让德国的“固执”变成优

势,赢得世界范围的竞争力。④ 源于稳固的雇佣关系、更多的职业培训和更

好的医疗保障,德国工人的劳动技能更强,生产率的提升抵消了劳动力成本

的劣势。强大的德国工会既制约了德国企业,又促成了多方合作。德国工

会不仅关注工人福利和待遇,同时更多关注就业效应,将关注焦点和谈判议

题转移到提高生产技能、任职资格和能力提升等企业投资上。⑤ 因此,德国

在渐近性技术变革和工艺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在土木工程、机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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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精密仪器、汽车制造、电气工程和化工产品等领域表现不俗。① 德国也是

世界上最大的先进技术出口国,占全球相关产品市场的18%(领先于日本的

16.5%和美国的13%)。即便在经济处于低谷的1996年,德国也出口了大

约3700亿马克的研发密集型产品,占德国全年制成品出口总额的一半。②

因此,德国在高技术产品的制造和出口上均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这类产

品的制造需要合格的、有经验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技术人员与产业工人。

德国良好的职业培训、稳固的产业发展、长期的雇佣关系以及较高的社会福

利均支撑着德国高技能劳工的成长和发展。

尽管德国和美国同样身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但德国国内的政治

经济安排防止了德国走向美式“极化”。德国工会保护员工不受雇主伤害,

提升雇员技能,使公司管理更加人性化。③ 工会的积极参与使得德国的政治

经济行为体更具长远眼光,更具合作意愿,也塑造了德国享誉世界的先进制

造。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德国底层民众受到的冲击显著更低,对全球

化的态度更积极。德国国内生成的反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压力也显著低于美

国。德国年轻一代更愿意拥抱全球化。他们不是把自己视为国际秩序与全

球化的受害者,而是积极去寻找全球化带来的机会。④ 德国在维系强大工会

的同时,对政要和经济政策形成有效制约。同样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

德国国内没有形成美式“极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没有形成显著的冲击国

际秩序的国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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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与讨论

美国国内生成了由内而外冲击国际秩序的显著压力。从某种意义上

讲,美国既是一个异常案例,又是一个典型案例。以往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

往往源于世界政治的挑战国。作为世界政治领导国的美国,国内生成冲击

国际秩序的显著压力,这构成了异常案例。同时,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

型代表,其政治经济逐渐走向“极化”也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全球

各国日益扩大的分化以及国家内部愈演愈烈的“极化”。本文展示美国国内

的“极化”构成了由内而外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的显著压力,而美国社会严重

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社会政治组织的衰落。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政

治组织衰落影响了美国投票,进而影响了美国长期的经济政策。在当前国

际秩序下,如果美国高低收入群体的分化持续扩大,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的内

部压力将持续增长。通过探析美国的个案,并与德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认识。

首先,世界政治中领导国国内失衡会带来国际秩序失衡。当前国际秩

序遭受冲击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国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失衡。二战结束初

期,美国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有效支撑了国际

秩序的稳定。当工会等社会政治组织衰落,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逐渐

失衡,既没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制约资本,也没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政

治组织制约政府,美国逐渐走向“极化”。历史上,当巴西等国家出现严重

“分化”时,巴西政府的政策调整随之在左右两个极端不断摇摆。理性的政

要利用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动员其核心支持者。① 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美

国既产生了巨大的赢家,也出现了显著的输家。美国民众对国际秩序与全

球化的分裂态度体现在多个方面。在2019年,有73%的美国民众认为民主

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对基本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有83%的美国选民认为哪

① 黄琪轩:《巴西“经济奇迹”为何中断》,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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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非常重要。① 当前国际秩序下受损的群体成为特朗

普等美国政要进行动员的重要群体,也变成冲击当前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和工会组织动员的低收入群体不同,在当前国际秩序下受损的美国民众并

非被组织化地动员,而是被分散地、无序地动员。这使得他们的诉求更凌

乱,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更极端。2021年1月,对大选结果不满的示威者包围

并冲击了美国国会。当前美国严重的分化既冲击了其国内秩序,也撼动了

国际秩序。作为世界政治领导国的美国,缺乏制衡力量的国内集团力量对

比显著影响了国际秩序的稳定。鉴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内分化

会更显著地冲击国际秩序。领导国国内失衡会显著影响国际秩序失衡。如

果美国的分化持续下去,不同派别的政要对低收入者的动员也会持续,未来

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将会持续摇摆。这将是未来拜登政府面临的长久

挑战。

其次,不同的国内政治经济安排会生成不同的冲击国际秩序的压力。

和美国相比较而言,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中国、德国等国家内部对国

际秩序冲击的压力显著较低。例如,和美国相比,德国的工会等社会政治组

织衰落就比较缓慢,能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保护民众,介入政策变革。同样

面临全球化的产业竞争,当美国资本纷纷撤离本土、转移海外、留下“铁锈地

带”的同时,德国、日本等国家则罕见“铁锈地带”。② 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

德国国内“协调市场经济”遏制了国内经济分化,抑制了国内生成严重的冲

击国际秩序的压力。作为一个正在全面复兴的大国,中国从当前国际秩序

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与发展机会。当然,中国也同样承受现有国际秩序

带来的分化压力。在此压力下,特殊的政治经济安排也让中国能做出巨大

努力来化解压力。中国政府积极实施一系列扶贫项目,为全球减贫事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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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40年,中国减贫8.5亿人,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

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① 如果不计算中国对全球

减贫的贡献,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不仅没

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从1988年到2005年,如果不将中国纳入其中,全球不

平等系数会从50上升至58。如此一来,全球不平等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

了。② 通过有效减少贫困人口,让更多民众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发展机

会,中国不仅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作出了巨

大贡献。在美国国内出现大量反对当前国际秩序、反对全球化声音的同时,

德国与中国等国家的民众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由此可

见,即便在相同的国际秩序下,不同的国内政治经济安排也会生成不同的冲

击国际秩序的压力。

当前,全面复兴的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要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不仅需要关注

全球不平等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关注主要大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并

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①

②

中华网:《受权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7)》,2021年4月6日,来
源: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10406/39452112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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